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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空间格局 

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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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通过构建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测量评价指标体系，对该流域 2007—2018年 96个地级市的绿色化

水平进行测度，并验证资源依赖对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

整体呈上升态势，区域间差异明显，且自 2013年以来差距有缩小的迹象。(2)区域绿色化水平全局空间呈现出正向

集聚态势，但局部具有“中心离散，周围集聚”的特征，区域绿色化水平不均衡程度在逐渐增加。(3)资源依赖对黄

河流域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在不同门槛范围作用大小和方向均有着显著的差异。(4)经济增长、环境质量、政

府支持、市场驱动和产业结构是区域绿色化的 5个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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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指黄河水系从源头到入海这条河流所影响的地理生态区域。该流域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和黄淮河平原 4 个地貌单元。黄河流域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河源地区平均海拔在 4000m 以上，中部地区海拔在 1000—

2000m之间，为黄土地貌，水土流失严重，东部主要由黄河冲积平原组成。 

2019年初，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比重的 21.49%,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 25.15%,成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

核心地带，同时也是继续推进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重点区域，对国土生态安全和社会城市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2012 年，我国提出区域“绿色化”发展理念；2015 年，结合“绿色化”创新形成“新五化”理论，重新确立了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和方向。在“新五化”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在坚持深化改革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区域生态环境建

设[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作为国家重大战略被提出的，但当前仍存在水资源过度消耗、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环境

质量亟待提高等突出问题。通过探究区域绿色化发展可有效破解当前局面，可切实把握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现

状，因此本文对黄河流域绿色化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黄河流域绿色化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借鉴。 

1989 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提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以生态环境的条件作为起点，在可承

受范围内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模式。①从研究理论看，主要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对绿色化进行功能界定[3,4,5,6],

总结得到“三圈模型”。②从研究对象看，包含了省市层面
[7]
、区域经济层面

[8,9]
、城市群层面

[10]
、省内特别生态区层面

[11]
、省内

县域层面[12]。③从研究内容看，有研究从绿色发展效率出发，得出总体呈现“W”型波动特征并稳步提升，区域分布呈现“东中

西"递减的分布特征[13]。有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第二、三产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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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集聚相似的影响，呈倒“U”型[14]。④从研究方法看[15,16,17,18],大部分学者采用指标体系综合测算和探究区域空间特征分布，

有的将绿色化系统分解为还原、氧化、输入、输出 4大功能演化体系，有的则采用多层次评价体系方法测度了湖北省地级市的绿

色发展水平。⑤从影响因素看，学者们引入环境规制
[19]

、技术创新
[20]

、资源禀赋
[21]
等主要因素作为变量，分析了环境治理与高质

量发展间的影响机制。 

基于此，本文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以黄河流域 9个省域内的 9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绿色化

“评价—测量—影响因素”为研究思路，深入探究了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发展现状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化

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推动黄河流域绿色化发展提供科学的对策与建议。 

1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指标体系 

绿色化是我国新时代地区城市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生态环境层面和治理层面的发展目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生活

方式和价值取向。基于“多纳圈”理论基础
[22]

,本文借鉴了多位学者的指标框架
[7,8,9,10,11,12]

,构建得到“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

色财富—绿色治理”4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所示。其中，绿色增长表示在给定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

境、绿色产业、资源利用同步优化提升的过程，是绿色化系统的动力基础；绿色福利表示社会生活的福利水平与安全保障，是人

类发展过程中追求高质量生活方式的体现；绿色财富代表环境质量、资源禀赋和节能减排，是绿色化系统的载体；绿色治理则表

示群众参与、政府引导的生态环境治理方式[23],是绿色化系统的更新能力。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侧重于衡量黄河流域城市工

业指标、产业经济结构、民生福利和城市环境方面[24]。为了避免以总量表征各项系统内容，本文通过地均、人均、百分比率等折

算方式来处理各项指标，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表 1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测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基础指标 指标层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 

测量评价指标体系 GI 

绿色增长 S1 

X1人均地区 GDP 万元/万人 + 0.0841 

X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万人 + 0.0722 

X3第二产业占比 % - 0.0072 

X4第三产业占比 % + 0.0103 

X5万元 GDP二氧化硫排放 t/万元 - 0.0415 

X6万元 GDP废水排放 t/万元 - 0.1551 

绿色福利 S2 

X7教育支出占比 万元/万人 + 0.0693 

X8人均社会消费总额 元/人 + 0.0368 

X9科技支出占比 % + 0.0531 

X10高等教育占比 % + 0.0763 

X11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 册/百人 + 0.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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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2每万人医生数 人/万人 + 0.0316 

绿色财富 S3 

X1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 + 0.0535 

X14绿化覆盖比例 % + 0.0036 

X15人均废水排放量 t/人 - 0.0788 

X16人均二氧化硫排放 t/人 - 0.0774 

绿色治理 S4 

X17每万人公交汽车数 辆/万人 + 0.0539 

X18污水处理率 % + 0.0056 

X19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0.0063 

X20固体废物利用率 % + 0.0066 

 

1.2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黄河流域 9个省份(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青海、宁夏、陕西、甘肃、四川)为研究区域，以 96个地级市为

研究样本，汇总 2007—2018年份的面板数据，整理得到“城市—指标—时间”三维数据表，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测算黄河流域

地级市绿色化指数。本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部分地级市统计局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8—2019)、《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2008—2019),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 

1.3研究方法 

熵值法：熵代表内在混乱或离散程度，通过熵值法计算能够克服人为认定评价指标的主观性，从而得到相对客观的权重结

果，被广泛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评价体系当中。其原理是：信息熵越小，不确定性越小，评价作用越大，从而确定权重也会越

大；反之亦然。本文绿色化指数通过熵值法[25],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相应的指标权重，对区域绿色化进行测度分析。

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绿色化指数 Sit线性加权和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地级市；t为年份；k为指标；n为城市数量；wk为指标权重；Xit为标准化后各项指标；Sit为绿色化综合指数。以

此为据，进行绿色化评价。 

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邻近要素之间地理位置和属性值的关联程度，采用 Moran′sI 指数计算结果进行判断，I 范围是[-

1,1]。当 I>0时，空间呈现正相关性，Moran′sI数值接近 1表明空间聚集程度越大；当 I=0时，空间呈现独立随机分布；当 I<0

时，空间呈现负相关性，Moran′sI数值越接近-1,表明空间离散程度越大。计算公式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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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xj为地级市 i、j绿色化水平；x为区域绿色化平均水平；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局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于研究不同要素的地理位置和属性值的局部关联程度，发现要素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变化
[27,28]

。计算

公式为： 

 

式中，本文采用局部 Getis-OrdG*
i 统计量测量区域绿色化指数的冷热点空间分布特征。G*>0,表示局部地区为热点区，即空

间集聚分布；G
*
=0,表示为空间随机分布；G

*
<0,表示局部地区为空间冷点区，即空间离散分布。 

差异性指数：本文采用变异系数(CV)、泰尔指数(Theil)和基尼系数(GINI)3 种方式衡量每年绿色化水平的差异程度，并对

3种差距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数值越大，表示区域内的绿色化水平差距越大；反之，则表示差距越小。计算公式为： 

 

2 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2.1测量结果 

本文根据熵值法进行正负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比例和数字特征，测算得出 2007—2018年我国黄河流

域 96个地级市绿色化指数，分类方法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由于篇幅原因，采用 2007年、2013年、2018年 3个横截

面年份展示空间分布，分布结果见图 1。 

 

图 1 2007—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化指数水平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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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水平看，黄河流域各城市 2007—2018年间绿色化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从区域平均水平看，黄河流域区域绿色化水

平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大部分城市绿色化程度都位于中等水平区间，少数城市分别位于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区间内。且

根据地理位置发现，绿色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一般为省会城市和省内重点发展城市。 

对比绿色化时序平均指数及其 3种差异指标的趋势(图 2)可以发现：黄河流域绿色化指数的时序特征呈稳步上升的态势，与

上文结果相吻合。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之间折线走势相对一致，总体呈现“W”型波动状态。从近年数值变化可见，

在 2018年泰尔指数(0.0674)、基尼系数(0.1993)与变异系数(0.3918)与 2013年各指标峰值相比 3种指标均表现为递减的趋势，

说明黄河流域全局绿色化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2.2全局空间自相关 

本文通过 ArcGIS10.5软件生成黄河流域地级市 96×96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根据 Euclidean距

离法，计算得到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 Moran′sI指数(表 2)。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历年绿色化 Moran′sI指数均为正值，取值

在 0.532 与 0.671 范围之间，均值为 0.605,P均在 1%水平下显著，Z 值均大于临界值。Moran′sI指数在 2007—2018年间整体

表现为递增的态势，表明黄河流域绿色化全局空间随时间变化呈现为集聚分布的特征，且在 2018 年指数大于 2007 年，全局空

间绿色化水平集聚态势逐年增强。 

 

图 2 2007—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时序演化趋势及其差异性分析 

表 2 2007—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化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及检验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Z 8.163 8.672 8.689 9.249 9.449 9.519 8.952 9.638 9.741 9.693 9.234 10.280 

Moran′sI 0.532 0.566 0.567 0.604 0.617 0.621 0.584 0.629 0.636 0.633 0.603 0.671 

 

2.3局部冷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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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区域绿色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主要借助 ArcGIS10.5软件的输出空间局部 Getis-OrdG*
i统计量，分

类方法则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黄河流域 96个地级市的绿色化水平划分为 5个冷热点等级。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

采用 2007年、2013年、2018年 3个截面数据分布进行演示(图 3)。通过冷热点分析可以发现，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的冷热点

分布不均衡。①从区域局部层面看，黄河流域绿色化分布呈现为“中心偏冷，周围偏热”的特点，且热点排序依次为“东部>西

部>中部”,局部整体呈现为集聚的态势，东部热点区域在逐渐增加，而中西部冷点区域在不断向周围扩散。因此，东部与中西部

区域的空间异质性越来越明显，东部与中西部绿色化分布的差距和不均衡程度也在增加，表现出“中心离散，周围集聚”的特

点。②从城市层面看，东部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期处于热点区域，中原城市群也在逐渐向热点区转变，北部呼包鄂城市群长期处于

次热点区，呈集聚的态势；中西部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长期处于冷点区域，且中西部冷点区

在逐渐向周围扩散，呈离散态势。 

 

图 3 2007—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冷热点空间布局 

3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影响因素 

基于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熵值结果与空间分布特征，为了更好地构建模型，需要明确影响因素的设定

和含义，确定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从而根据影响因素提出改进建议。本文将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设定为被解释变量(GI),对黄

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29],总结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质量、市场驱动、政府支持、资源依赖 6个解释

变量，各指标的原始数据特征见表 3。 

表 3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影响因素的数据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GI 绿色化水平 0.0463 0.5773 0.1920 0.0364 1152 

RDP 经济发展 0.0099 642.1762 4.4080 19.0279 1152 

IND 产业结构 11.1283 84.3900 52.0601 11.1839 1152 

EQ 环境质量 0.0028 49.5814 3.3429 4.0062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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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市场驱动 0.0034 112.1599 4.1060 10.1705 1152 

GS 政府支持 0.0012 95.2500 20.6840 19.3395 1152 

RE 资源依赖 0.0070 6.4691 0.3340 0.5775 1152 

 

参考相关文献的变量指标，本文从区域经济总量、工业产业结构、生活环境质量、外部市场和政府因素和资源依赖的视角出

发，解释变量经济含义设定如下：①经济发展(RDP)。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表示，通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探究对绿色

化发展的直接驱动效应[30]。②产业结构(IND)。本文采用各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该城市产业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表示，验证

当前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第二产业比重对绿色化发展的影响[31]。“十四五”时期，随着国家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粗

放型产业结构逐渐向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未来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向合理化与高级化方向发展[32],预期估计参数为负。③环

境质量(EQ)。本文采用各城市环保绿地覆盖率来表征，体现了城市环境要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适宜程度。环境质量通常是环境生

态系统中的客观属性，能够体现社会公共福利，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研究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提出针对性政策和建

议[33]。④市场驱动(OM)。为了探究市场驱动对地区绿色化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指标来进行表征，体现了

地区开放程度和自由市场因素，验证区域扩大开放或环境标准的降低是否会吸引污染企业或行业进入生产[34]。⑤政府支持(GS)。

模型加入政府因素指标，探究政府支持的力度对地区绿色化的影响程度。地方政府发布相关文件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再结合财政

收支进行支持和引导，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进行表征[35]。⑥资源依赖(RE)。RE 为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黄河流域城市用水

量指标来表征。黄河流域水资源消耗能够体现资源依赖程度，当前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正在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邵帅与杨莉

莉认为地区水资源可以体现出自然资源禀赋[36]。本文将资源依赖作为区域特色门槛变量，研究其对绿色化水平的影响程度[37],预

期影响效果为负向。 

3.2构建模型 

门槛回归方法的本质是在因果关系当中找到门槛变量，从而检验以门槛值划分出的不同区间是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基于

门槛效应研究的相关文献
[38]

,本文以资源依赖(RE)作为门槛变量，划分出不同的区间研究资源依赖与绿色化水平的非线性关系，

设定面板单门槛回归模型为： 

 

依此类推，拓展得到多门槛模型，以两门槛为例设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为： 

 

式中，根据门槛变量资源依赖(RE)判断划分区间与门槛值(γ1<γ2),在前一个门槛值确定之后估计下个门槛值；I(·)表示指

示函数，满足要求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u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化水平(GI),控制变量为经济发展(RDP)、产业结

构(IND)、环境质量(EQ)、市场驱动(OM)、政府支持(GS)。本文为了减少数据和模型偏差的影响，对原始变量数据进行了离差标

准化处理，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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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检验模型 

本文运用 Stata15.0软件，借助 Hansen的自助法(Bootstrap)反复抽样 300 次检验，得到 F统计量与 P值，对黄河流域 96

个地级城市进行静态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检验，判断资源依赖对绿色化水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资源依赖通

过单门槛和双门槛检验，第三门槛检验未通过，因此资源依赖对绿色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影响(图 4)。 

为了科学验证门槛值和真实值的一致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似然比函数 LR 检验，其中虚线为 5%的显著水平，对应的 LR 临界

值为 7.35。LR 统计值低于 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资源依赖门槛变量检验真实有效，LR 函数估计结果对应的两门槛值依

次为 0.0058、0.0333。 

表 4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类型 F值 P值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临界值 

BS次数 

1% 5% 10% 

单门槛 33.18 0.0133 0.0333 (0.0330,0.0335) 33.7168 23.4837 20.1731 300 

双门槛 

33.18 0.0233 0.0333 (0.0328,0.0335) 40.4641 28.0814 23.6411 300 

24.10 0.0433 0.0058 (0.0048,0.0068) 30.8308 22.1839 18.4375 300 

三门槛 

33.18 0.0167 0.0333 (0.0328,0.0335) 36.0399 24.8400 21.4019 300 

24.10 0.0300 0.0058 (0.0048,0.0068) 31.7159 21.9757 18.5498 300 

16.84 0.3333 0.0140 (0.0135,0.0145) 62.0456 40.1887 31.803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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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双门槛 LR函数估计结果 

3.4结果分析 

门槛效应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本文在原有模型基础上选用普通面板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经过 Hausman 检验确

定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对比分析和验证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普通面板固定效应实证结果中，经济增长、环境

质量和政府支持对绿色化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政府支持(0.7265)和经济发展水平(0.4134)估计参数相对较大，促进

影响相对显著；而产业结构、市场驱动、资源依赖则是对绿色化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结果中，资源依赖

对绿色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不同的门槛范围而呈现差异性，其原因是：资源依赖表征黄河流域地级市水资源消耗程度，既体现了

黄河流域地级市水资源消耗现状，又能反映不同时期资源依赖对绿色化转型的作用影响。 

在门槛模型中，控制变量与面板模型的结果对比整体一致，P值均为 1%水平下显著。经济发展(0.4134)、政府支持(0.7306)

和环境质量(0.2773)对绿色化均为正向影响，说明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和城市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化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绿色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影响参数为-0.0764,说明当前黄河流域地级市的工业产业结

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绿色化发展，因此黄河流域工业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与转型；市场驱动对绿色化的影响参数约-

0.0994,P值在 5%水平显著，说明当前市场开放程度对绿色化存在抑制作用；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资源依赖变量对绿色化总体影

响为抑制作用，P值在 10%水平下显著，参数相对较小，为进一步研究资源依赖对绿色化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门槛模型做进一

步分析。 

当资源依赖取值小于等于第一门槛值时(RE≤0.0058),P 值在 1%水平下显著，对绿色化水平的估计参数为-43.6336,原因在

于：早期城市发展以粗放式经济模式和需求侧发展为主，资源依赖显著抑制绿色化水平发展。结合空间格局发现，早期绿色化水

平相对较低，而资源依赖取值位于两门槛值之间时(0.0058<RE≤0.0333),P 值显著且对绿色化水平的估计参数为 2.9420。由于

早期黄河流域地级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国家开始重视并落实绿色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相关政策，因此地方城市

的资源依赖对绿色化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资源依赖取值大于第二门槛值时(RE>0.0333),P值显著且对绿色化水平的估计参数为

-0.1614,表现为抑制作用，系数相较其他因素数值较小，其原因可能是：根据当前黄河流域为了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和产业结构

调整，在增加资源利用投入的同时，从而减少其他方面的绿色化发展投资，对绿色化水平产生挤出效应，因此资源依赖对绿色化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抑制作用影响，且第三门槛的抑制作用相比第一门槛较小。根据门槛区间的城市数量变化结果(表 6),

可以从 3 个区间范围分析流域各年份 96 个地级市的门槛通过情况。从总体水平上看，各城市资源依赖水平逐渐跳出第一区间，

说明各城市已经在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从地级市层面上看，资源依赖区间分布情况为：资源依赖低于单门槛值

的城市数量有 6个(固原、定西、平凉、铜川、晋城、榆林),但在 2007—2014年发展中逐渐全部超过第一门槛值，发现位于第一

区间的城市逐渐全部转入到第二区间当中，说明当前黄河流域逐渐摆脱资源依赖抑制区域绿色化发展的问题。除此以外，发现位

于第二区间的 14个城市逐渐转入到第三区间当中。在当前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同时，第三区间的资源依赖对绿色化的影响系数(-

0.1614)相比第一阶段资源依赖对绿色化的影响系数(-43.6336)大幅减弱，但仍对绿色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河流域地级市资

源依赖对城市发展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在不同的门槛范围内影响大小和方向也有所不同，门槛效应影响特征表现为倒“N”型

的影响方式。 

表 5模型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面板门槛回归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 

Coef. Std.Err. T P>|t| Coef. Std.Err. T P>|t| 

RDP 0.4134 0.0558 7.4100 0.0000 0.4145 0.0572 7.25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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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0.0764 0.0187 -4.0800 0.0000 -0.0787 0.0192 -4.1100 0.0000 

EQ 0.2773 0.0388 10.8500 0.0000 0.2643 0.0396 6.6700 0.0000 

OM -0.0994 0.0416 2.6600 0.0170 -0.1002 0.0425 -2.3600 0.0180 

GS 0.7306 0.0308 4.2200 0.0000 0.7265 0.0312 23.3000 0.0000 

RE — — — — —0.1705 0.0878 -1.9400 0.0520 

RE1(RE≤1) -43.6336 9.9729 -4.3800 0.0000 — — — — 

RE2(1<RE≤2) 2.9420 0.6169 4.7700 0.0000 — — — — 

RE3(RE>2) -0.1614 0.0858 -1.8800 0.0600 — — — — 

Cons 0.2132 0.0116 18.4500 0.0000 0.2209 0.0116 18.9800 0.0000 

 

表 6门槛区间分布 

区间/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RE≤0.0058 4 4 4 1 1 1 1 1 0 0 0 0 

0.0058<RE≤0.0333 22 22 23 25 23 22 18 15 14 12 14 12 

RE>0.0333 70 70 69 70 72 73 77 80 82 84 82 84 

N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对黄河流域地级市绿色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量，并基于“绿色增长

—绿色福利—绿色财富—绿色治理”四维理论模型重构得到区域地级市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相关性、差异性等分析方

法测度了黄河流域绿色化水平，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得到以资源依赖为门槛变量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如下：①当前

黄河流域绿色化平均水平及其各城市绿色化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区域之间差异显著，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分布

规律。绿色化的差异性指标变化趋势相对一致，均表现为“W”型波动特征，且在 2013年以后区域差异逐渐缩小。②黄河流域绿

色化全局空间表现为显著集聚的态势，局部区域相关性表现为“中心离散，周围集聚”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为绿色化中心

集聚区域，北部城市群也表现出集聚的态势；中西部城市群绿色化发展长期处于离散区域，且离散区域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前后时间点对比发现，区域之间的绿色化水平不均衡程度在逐渐增大。③资源依赖对黄河流域绿色化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

效应。资源依赖的门槛效应在第一区间和第三区间范围内对绿色化水平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在第一区间内对绿色化发展的抑

制程度远大于第三区间。究其原因：部分城市早期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而后来产业结构调整，对资源利用

投入增加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其他绿色化相关投资，从而对绿色化水平产生较小负面影响；而第二区间内表现出正向影响，说

明通过合理引导，资源依赖对绿色化水平影响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④政府支持、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说明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导向，地区经济发展越好，人们居住的生活环境质量越高，从而城市绿色化水平越高。当前黄河流域的市

场驱动不利于推进绿色化发展，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会引发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导致环境恶化。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应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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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改革开放进程，结合“绿色工业”理念，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前后对比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流域城市绿色

化发展进程良好，区域之间绿色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但区域绿色化水平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针对黄河流域绿色化发展过程中

的问题，应因地制宜研究解决，化解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过程中与绿色化进程的矛盾，为地区发展提供原动力。②黄河流域

城市绿色化空间分布存在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宏观层面上，各省市应结合自身区位比较优势，根据新发展理念与经济、社会、环

境与治理的目标相结合，协调打造出区域多中心、多维度绿色化发展城市群；微观层面上，绿色化发展局部呈现出“中心离散，

周围集聚”的不均衡分布特征，因此深入各省市调研考察，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政策方案是解决不均衡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③

依赖地区资源的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可通过合理利用与配置地区资源，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

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方向加快转型升级，在依靠地区自然资源的同时，结合地区特点，以绿色化高水平区域带动低水平区

域通过空间集聚提升绿色化水平。通过研究城市的资源依赖性，可为地区社会、经济、生态文明之间协调发展提供可行的解决路

径。④在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有助于幸福城市建设，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幸

福程度。黄河流域地区应优化其工业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保协调区域一体化和绿色化的协调发展，政府通过政策引

导，使资源资金逐渐流向节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性产业。同时，黄河流域在加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应重视环境治理

和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提高市场准入条件，结合地区特点，不断提升地区监管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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